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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压力应对：应激研究的本土心理学视角

史梦薇　 赵守盈

［摘　 要］　 儒家式应对思想包括对压力的认知以及针对压力的应对行为。儒家面对挫折和困苦

的态度是坦然的，艰难困苦是成长必须经历的。当压力与困境超出个人能力时，儒家引入“命”的概念

来缓解个人面临重大压力时的挫折感。儒家强调从个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行为这两方面来应对压

力。儒家式应对突破了西方应对观中仅重视非精神性应对方式的局限，融合了精神性与非精神性的

应对方式，是源自本土的有效应对方式之一，也是理解中国人民族特性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　 儒家思想；应对；应激研究；本土心理学

一、压力应对的文化心理学转向

应激与压力在心理学中是同一英文词“ｓｔｒｅｓｓ”的翻译，但侧重点略有不同。通常而言，应激更偏

重个体反应，更多是生物学取向；而压力更倾向于外在事件或者情境使人感到紧张的内外刺激。应

激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包括应激源研究、应激唤醒、应激状态、应激心理反应、应激管理与训练等。长

久以来，应激研究局限在西方个体主义的研究范式中，导致应激应对理论中仅仅强调个体对行动的

控制、崇尚直接的应对行动，忽视其他文化中富有成效但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不符的应对方式

（Ｃｈｕｎ，Ｍｏｏｓ，＆ Ｃｒｏｎｋｉｔｅ，２００６，ｐｐ． ２９ ５３）。１９８４ 年，Ｌａｚａｒｕｓ 和 Ｆｏｌｋｍａｎ（１９８４）在研究应激与应对

时，较早提到了文化与压力应对的关系。他们认为个体的信仰、价值观会影响其对压力的评估和应

对的选择。不同文化下，个体对应激源的感知和应对是不同的。同样，应对目标、应对策略和应对成

功的标准也各不相同。近期，应对的跨文化研究成为解决原有研究缺陷的方法，其主要特点是建立

应对的理论模型、更强调应对的文化属性（史梦薇，２０１３；汪新建、史梦薇，２０１３）。

应对的文化特性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人应对时，应该注意传统文化在中国人应对压力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已有西方的应对文化研究，确定文化因素在应对过程中的作用，并发展出一套理论和应

用研究的成果，这些为研究中国文化与应对提供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参考。但是，东西方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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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使研究中国文化与应对关系时，不能全盘照搬照抄西方的研究模式，应该从中国本土文化的实

际出发，总结文化特征和研究方法，从而研究中国人的应对。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多种文化融汇而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儒家构成了传统文化的

主要内容，并对中国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儒家经典著作中含有许多论述对完善人格、提升心理品质、

面对挫折困境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儒家思想对中国人心理健康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罗鸣春、黄庭希、苏丹，２０１０）。因此，从本土心理学视角探讨儒家应对更能加深对中国人应对

心理和行为的理解。

二、儒家式应对思想的基本观点

Ｌａｚａｒｕｓ和 Ｆｏｌｋｍａｎ（１９８４，ｐ． １６）指出：“应对是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评价为超出自己能力资源范

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而作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这个应对定义的影响最为广泛，其

认为应对包含认知和行为这两个过程。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成人，就是探讨如何成为一个符合期

待的社会人。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挫折和困苦，通过什么样的应对行为才能度过这些困难

也是成人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儒家思想中必然会有关于压力应对的论述。根据应对的定义，儒

家式应对思想可分为两部分：对压力的认知、针对压力的应对行为。

儒家认为人有入世的责任，苦难有利于个人的成长，所以面对挫折与苦难，不必害怕和逃避，要

勇敢地面对，并在挫折和苦难过程中得到自我提高。儒家对待挫折和困苦的态度是坦然的，艰难困

苦是成长必须经历的，所以，在挫折来临之时，个人要泰然处之，还要从中得到历练，促进个人的成长

（景怀斌，２００６）。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

语·泰伯章》）。孟子的话很好的概括了儒家对待挫折的心态，“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

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后世儒家程朱理学在谈及成圣过程中的挫折

和困境时，提出个人要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个人成圣成贤，不仅要修身修心，还要齐家、治国、平天

下。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情况。圣人也并不一定事事顺心如意，但是圣人能够从容的面对

各种挫折、困境等不利环境。“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临大震惧，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诚敬而己，此处

震之道也”（朱熹、吕祖谦，２０００，第 ８１ 页）。“君子之需时也，安静自守”（朱熹、吕祖谦，２０００，第 ８５

页）。这些都是说君子在没有得到赏识、身处逆境时，需要保持自己的志向，独善其身。另外，遇到挫

折和困境还要找到自身的原因，反思自己的言行有无不正确的地方。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就需要个

人及时察觉并改正。

由此可见，儒家对压力的认知并不是负面的，相反却是正面的。压力在儒家思想中并没有压力

的心理学含义，即压力是消极的、对人不利的，而是促进个人成长的一个因素。从孔子视压力为彰显

自我良好德行的途径，到孟子把挫折、困苦当成上天造就、锻炼个人的方法，再到程颐、朱熹强调个人

在挫折面前要保持平静的心情，并要自我反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儒家学者都把压力当成是锻炼自

己、提高自己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把压力当成必须要个人通过各种努力克服的障碍。

虽然儒家相信挫折、困境能够成就人，但是在一些重大压力面前，仅凭个人的信念不能解决问

题。儒家相信百折不挠的品质终究会帮助个人实现其理想，但在现实上却是事与愿违。历史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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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推行其学说往往受到冷遇，那么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具有良好品行的人不能在现实中

实现其价值？基于此，儒家引入命的概念来缓解个人面临重大压力时的挫折感。

孔子强调天命的不可抗拒性，孟子关注修身以待命，程颐则强调个人需要认识到命的必然性。

困苦的环境是命早已安排好的，对于这个安排，个人应该接受。只有接受命运的安排，才能顺利的度

过困境。而朱熹则用知识论解释了孔子的天命。在注孔子的五十知天命时说：“天命，即天道之流行

而赋予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朱熹 １９８３，第 ５４ 页）这里的天命虽然可以理解为上天所赋予

的必然安排，但是减弱了天命的神秘性、加重了个人的能动性。在天命安排的基础上，是否能实现理

想还要看个人的努力。可以看出，儒家除了把挫折、压力视为提升自己方式之外，还把压力、困境的

发生看成是外在的、不由个人左右的力量———天命决定的。个人之所以会遇到困难，并不是自己的

原因，而是外在的机遇不合适。从孔孟对命运的看法可以得出自己努力能够做好的就要全力以赴，

而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就要看命运的安排，个人只需平淡的等待结果就好。总之，儒家的命运观

并非是消极的。命运之说只是儒者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强调了个人能力的有限性。他们认为个体不

能完全左右自己的命运，但也非在命运中无可作为。

虽然儒家把相信命运作为应对压力的一个方式，但是儒家也强调积极行动在应对压力中的作

用。“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

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这段话的意思是为求索就能得到，放弃便会失去，这种求索有益于

得到，因为所求的东西就在我自身。求索有一定的方法，能否得到却决定于天命，这种求索无益于得

到，因为所求的东西是身外之物。这段话很好的说明了儒家崇尚进取努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西方心理学对应对行为的分类建立在西方文化对客观性知识的追求基础上，注重应对具体的技术。

而儒家关注主体性与日常生活，其思想必不像西方应对理论一样有较为系统的应对行为分类。但

是，儒家思想也会给出应对困境的具体行为。儒家式应对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个人内在修养为主

的应对行为，另一种是以个人外在行动为主的应对行为。

《礼记·大学》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的社会理想，修身是一切的基础，可见修身在

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具体来讲，修身就是“克己”，完善人品操行，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儒

家修身的标准和内容主要是忠恕之道和三纲五常，通过规范个人的日常生活，最终达到个人与他人、

社会共生共存的目的。儒家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又重视把这些道德修养通过言行举止表现出来，

而修身就是以道德修养为基础，最终目的为个人理想人格和社会理想的实现。修身融合了儒家对个

人的基本要求，那么也就包括了个人应对压力的方法。从本质来说，修身就是自我控制，无论个人是

否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都需要个人进行自我反省，然后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进行调整以达到最高

的境界。修身实际上有缓解压力的的效果，首先，自我反省能够调整个人的要求水平，通过查找自己

的不足之处使个人接受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第二，自我控制改变引起压力的行为方式，使得个人

避免再进入类似的压力情境。可见，以自我反省、自我控制为主的修身是儒家内在应对压力的方法。

儒家式应对除了内在的修身，更表现在外在的行动上。石林和张学民认为儒家式应对在对待人

生的态度与西方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相似，当人生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要靠自己的努力克服困

难；实现人生的目标也要通过辛苦的付出才能达到。除了内在的修身功夫之外，儒家认为“学”与

“行”等外在功夫也同样重要。

“学”在儒家思想中有着不同的含义，仅在孔子那里就包括了对道德的知识把握与切实的道德践

行这两种含义。另外，儒家关于“学”的论述包括学的方法、学的内容、学习的阶段、学习的目的等等

方面。“学”所涉及的方面很多，但是本文仅从压力应对的视角检视儒家思想中作为具体应对行动的

“学”。这里主要解决儒家式应对的“学”学的是什么？怎么学？最终达到什么效果？“子曰：不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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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不埋怨上天给的命运，不要遇到挫折就怨恨别人，通过

学习平常的知识，理解其中的哲理，获得人生的真谛。孔子反对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外因，而主张责

己。君子要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修养。学习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说明，那么学习的最终

效果自然是上达，即掌握哲理、获得人生的真谛。但是达到这一境界前，个人通过学习要达到“知”的

状态。综观《论语》中“知”字的内涵，可以把其分为知识与智慧两类，不论指的是知识还是智慧抑或

认识。这里的知识并不是西方概念中的识别事物实体和性质的知识，而是客观的历史知识与道德知

识。虽然儒家的知并没有教给个人应该如何应对压力，但是这种人伦日用的知识，恰恰帮助个人成

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儒家理想中的人不忧不惧不惑，这样就达到了应对压力的效果。另外，学

习得到的知识能够提升个人的能力和处世经验，使个人可以有效的避免再次因自己的失误导致同样

的压力事件或情境。

另一个外在的应对行为就是“行”。《论语》多处提到“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

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欲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从

儒家的角度讲，“行”是对个人内在修养的行为体现，个人通过社会实践彰显内在道德，通过应对困境

来彰显或者是验证个人的修养。另一方面，又是对“知”的实践。“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则知尚浅。

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朱熹，１９８６，第 １４８ 页）。针对压力认知的“知”自然会体现

在具体的应对行为上。儒家认为困苦可以锻炼人的意志、提升个人的能力，但是仅凭借这样的信念

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积极行动以解决问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君子必然会思

考产生困境的各种原因以及解决办法，最终通过自己的行动走出困境。

三、儒家式应对思想的特征分析

西方压力应对的文献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非精神化的研究方向，即以那些排除意义和精神因

素的研究；另一类是以意义、精神因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心理学主要还是崇尚非精神化的应

对研究，此研究也在应对研究中占主导位置。精神化研究被看成是消极的应对方式，集中在应对资

源的研究，且大多针对不可控压力的情况，例如吸毒和重大创伤事件（李虹，２００５）。西方心理学主张

通过积极的行动消除压力所带来的不适感，虽然也有从逆境中发现意义等应对精神因素的存在，但

还是提倡消除压力的应对行为。大多数情况下，精神应对与非精神应对不会同时存在同一应对过程

中。而儒家则把精神性应对与非精神性应对融合在一起，同时成为个人应对压力的方法。

精神性更多表现于“超越”、“终极价值”相关的内容。儒家重视人的精神、道德世界。与探索外

在世界相比，儒家更重视通过提升个人内在的心性修养从而实现自我超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

天”将心性论上升到超越的形上本体。而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发扬了孟子“心性天”合一的理论，确

定了“天人合一”理论框架的同时也确定了儒家超越性的特点。既然超越性成为儒家的特质，那么如

何实现超越呢？儒家经典著作《大学》写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

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虽然

儒家历代学者对修身的论述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个人需要通过修身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和道德修

养这一点却始终不变。通过日常的修身，不仅能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还是实现儒家超越性的途径，

也是儒家排解压力的精神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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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个人过于重视外在的物质而忽视本身的精神世界，势必导致心灵荒

芜、产生心理问题、感受到压力体验。有学者认为现代精神心理问题的根源是“物”文化，导致现代人

在“心与物”、“内与外”、“形与神”之间更看重外在的物质占有和形体的享乐，出现了精神贫乏和信

仰危机。这些精神、心灵层次的缺乏必然引起现代人的各种心理问题、产生各种压力体验。因此，当

前许多关于压力的负面体验并不是普通的心理咨询或是治疗能够解决的，需要解决个人的内在精神

世界。而儒家追求心灵和精神境界无疑将会充实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并赋予崇高的生存意义和价值，

并且还能大大提高人们的生存智慧，促进自我身心、人我和天人的和谐。可见，儒家关于内在的体悟

和自我超越性对缓解压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精神性应对的基础上，儒家还提倡积极的行动。积极入世是儒家倡导的实践精神，就是投入

到尘世的活动中，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入世精神体现儒家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实践精神。而实践活

动就是要求个人在面对世间百态包括困境、压力时，以积极的行动化解不利因素、推动事情的完成。

儒家认为通过“修身”、“学”与“行”等实际行动可应对困境。儒家式应对并不是单一的行动，而是建

立在深厚的信念之上的。这个信念就是苦难能成就人，命运如此安排就是为了要磨练个人的意志

力、培养个人还不具备的各种品质。而且，在困境面前，个人必须要接受压力，但不要自我放弃，借机

锻炼自己，为以后的发展做准备。而儒家的“修身”、“学”和“行”虽然在实际效果中确有应对压力的

功效，但归根结底，儒家的实践活动都是对个人内在认知和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可见，儒家式应对

都是建立在精神性应对的基础之上，对超越性、自我道德品质的实践。

西方应对研究推崇针对压力的应对行为，认为从应对的长期结果看来，在压力可以由行动直接

解决的情况下，积极的应对行为更为有效。“修身”、“学”与“行”不仅是儒家自我提升的手段，实际

上也是儒家持有的积极的应对行为，发挥着化解人生困境的作用。修身在心理学意义上起到自我调

整和自我控制的作用，而“学”与“行”则是解决问题的积极应对行动。“学”是指向个体自身的应对

方式，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扩展了自身的应对资源；而“行”则是指向压力环境，集中于解决

具体问题的。

总之，儒家相信命的存在以及其不可抗拒的安排。儒家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消极的接受，相反儒

家提倡积极的行动，在命运不济的情况下努力的发展自身的能力和意志力，等到外部条件满足时便

可实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在儒家看来精神性的应对与非精神性的应对并不存在主次或是相斥的

关系，相反它们是统一的、相互作用的。精神性应对是基础，为积极行动即非精神性应对提供了方向

和必要的内在品质；而非精神性应对则是个人精神性的外在表现，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四、结语

现有应激研究大都遵从西方个体主义研究范式，崇尚针对压力本身的应对行为；把压力视为导

致人们产生紧张、痛苦的根源，通过应对可以消除这种异己的力量。这种个体主义研究范式一统的

局面势必极大地限制应激研究的发展。为了走出个体主义研究范式的局限，进行本土心理学中的应

激研究成为必然。

儒家强调内在的道德精神修养，外在的应对行动也是为了达到至高的精神境界。只有达到至高

的精神境界，人的心志必能坚定不为诱惑所动，有了坚定的意志必能在任何压力、挫折面前保持积极

的心态和解决问题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不为外物所动摇、追求最高道德标

准的心灵，只有心灵与天道保持一致才能不被外物所诱惑、认清事物的真相并作出正确的认知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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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儒家式应对是以提高内心境界为最终目标，应对方式则是生活中的常识，个人只需在生活中依

照道德标准行事，压力与挫折便不会成为个人的威胁。儒家式应对在精神危机的现代社会也有着提

升国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功效，其实用性为解决当今国人的心理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实质上，儒家式应对是一种长期的应对策略，最终目的是建立一套抵御压力的生活方式。儒家

式应对在本质上就是充实、完善个人的日常生活，拥有积极的、能够获取人生真谛的生活方式就能够

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就可以坦然地接受人生的压力与困境。建立一套抵御压力的生活方式并不意

味着在现实中就没有烦恼、没有压力，而是通过这样一套生活方式能够不断的体悟人生的完美和意

义，遇到任何痛苦、不顺能够泰然处之，正确地看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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